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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疾呼腐敗關乎 「亡黨亡國」 ，習近平 「就職演說」 提出： 「全黨必須警醒起來」 ， 「打鐵
還需自身硬」 ，又在政治局第一次學習時指出：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 ， 「我們要警醒啊」 ！王岐
山在中紀委常委第一次會議上更直言 「深入推進反腐敗鬥爭」 。清晰表明中共已把反腐提到空前高度
，將加大反腐力度。

釐清兩制關係 還原一國本質

中國的迅速崛起，似乎讓曾經一度世界獨大的美
國有了寢食難安的感覺，就連奧巴馬與羅姆尼的三場
辯論中，雙方竟53次提及中國。由於 「反恐」戰爭取
得初步勝利後，美國開始騰出手來 「重返」亞洲，並
對中國採取一系列遏制政策，中美關係由此也步入一
個非常奧妙的歷史時刻。在習近平繼任、奧巴馬連任
之後，從此將更加需要中美兩國領導人智慧地在動態
中尋求中美關係的穩定。

「蜜月期」 總是很短暫
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面

臨法西斯主義這個共同敵人的背景下，美國 「慷慨」
地通過了《租借法》，在 1941 年到 1945 年期間向中
國提供了13億多美元的資助，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
羅斯福總統在演說中講道： 「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
民，在抗拒中國被敵人宰割中顯示出同樣偉大堅強的
意志……中國毫無疑問地將得到我們的幫助。」對此
，毛澤東在1944年致羅斯福的信中也熱情洋溢地表示
： 「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向是有歷史傳統的深
厚友誼的。我深願經過您的努力與成功，使得中美兩
大民族在擊敗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
主中國的事業上永遠攜手前進。」

然而，美國的對華友好並不是無條件的。出於對
共產主義的懼怕和對 「紅色中國」的誤解又使得在長
達20多年的時間裡，美國無所不用其極地遏制、孤立
和封鎖中國。冷戰之後，由於中國自身綜合國力與國
際地位的上升，以及兩國對各自國家安全的考慮，才
使中美聯手共同抗衡蘇聯成為 「大勢所趨」。美國總
統尼克松最終認識到， 「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已經
沒有地方能容納下10億潛在的最能幹的人民生活在孤
獨的憤怒之中。」中國也在相當濃厚的意識形態背景
下與作為 「宿敵」的美國接近和交往。

由於目前中美關係處於諸多領域全面競爭、而不
是全面對抗的態勢，因而美對華政策呈現 「陰陽不定
」的特點，其直接後果便是美國對中國長期採取 「模
糊戰略」。在冷戰時期，美國對付蘇聯有明確的政策
，即全面遏制和戰略競爭。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
，美國還很難制定出如同冷戰時對蘇政策那樣清晰的

對華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以及中
美兩國間的相互依存因素在日益增加。如果說相互孤立是冷戰
時期美蘇兩大集團的結構性因素，那麼相互依存則是今天中美
關係的一個基本結構。儘管這個結構還處於變動之中，但也呈
現出相對穩定的趨勢。中美雙方要回到相互孤立的結構，都會
付出巨大無比的政治和經濟代價。也就是說，美國對中國的過
度強硬也將損害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當然，這也適用於中國
的對美政策。

相互依存的博弈關係
美國對華政策表現出相當大的不穩定性，可以從兩個層面

上看待這個問題：首先是這個結構本身還處於變動狀態，變化
自然產生不確定性。其次，這個結構意味着中美雙方的接觸越
來越廣。接觸越多，摩擦也自然增加，這也表現在中美兩國和
其他國家的關係上。美國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意味着中國會
受到來自美國的非常大的壓力。正是由於相互依存，美國擁有
更多的機制和手段來影響中國和對華施壓。

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應付美國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中
美兩國的相互依存狀態一方面決定了兩國的關係是一個相互影
響、相互轉型的過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兩國直面對方的不確定
性。兩國之間，很難制定出 「一攬子」對華或對美政策。特別
是，當前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在人權、貿易、 「中國製
造」、國家安全等諸多領域對中國大潑 「髒水」。對此，我們
可以選擇 「以牙還牙」的處理方法，尤其是那些事關中國核心
利益問題。但是，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能以 「解氣」 「解
恨」為最終目的，而要採取 「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策略
，用足夠的耐心和加倍的理性來看待中美關係面臨的矛盾和困
難。同時，中國對美政策需要在 「不確定」的大框架下，動態
中尋求相對穩定的政策，以求得相對穩定的中美關係。這需要
決策者和政策制定者們，能站在歷史的高度，以更加平和的心
態、更加豁達的胸襟、更加靈活的方法來面對和處理中美之間
不可避免地出現的各種矛盾。

（蘇虹，博士；何溢誠，復旦大學台籍博士生，國民黨中
央委員）

打它個十年反腐殲滅戰
□陳 群

解決南海問題的戰略選擇

中共十八大發出一個強
烈信號，將加大反腐力度，
進一步從嚴治黨，以順應國
祚民意。胡錦濤十八大報告
警告全黨：反腐 「是人民關
注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個問
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
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習 近 平 就 職 演 說 提 出 ：

「全黨必須警醒起來」， 「打鐵還需自身硬」
，又在政治局第一次學習時指出： 「物必先腐
，而後蟲生」， 「我們要警醒啊」！王岐山在
中紀委常委第一次會議上更直言 「深入推進反
腐敗鬥爭」。從致命傷害、亡黨亡國、必須警
醒到反腐鬥爭，清晰表明中共已把反腐提到空
前高度，將加大反腐力度。

關乎亡黨亡國
過去十年，中國輝煌成就與腐敗並存，經

濟增長與腐敗齊頭並進， 「如日月之行，人皆
見之」。腐癌擴散成為執政最大羈絆與威脅。
十八大報告告誡全黨必須 「自我淨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把 「抓好道德建設」作為一
切工作的 「基礎」，突出強調 「踐行社會主義
榮辱觀，做社會主義道德的示範者、誠信風尚
的引領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以實際行動彰
顯共產黨人的人格力量。」特別指出反腐問題
解決不好， 「甚至亡黨亡國。」

筆者以為，腐敗雖成尾大不掉之勢，但尾
大不等於割不掉，關鍵在於決心、果敢與手段
。決心不在嘴上而在手上，割腐不用話語而用

刀子。據公開報道統計，僅2010年被判決的省
部級官員達12人，既有央企高管（如國開行副
行長王益、中核集團總經理康日新），又有黨
政領導（如福建省委秘書長陳少勇、浙江省紀
委書記王華元）；既有政法高官（如最高院副
院長黃松有、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又有
人大、政協要員（如貴州政協主席黃瑤、全國
人大預算委主任朱志剛）。誠然，階級鬥爭為
鋼與經濟建設為中心在腐敗條件上有區別，前
者 「與人鬥，其樂無窮」，後者 「與錢鬥，其
貪無比」，社會土壤完全不同。十八大疾呼腐
敗關乎 「亡黨亡國」，足見中共已深悟 「腐之
膏肓，禍亡國黨」。

打鐵需自身硬
習近平總書記 「就職講說」受到全球高度

評價，其中 「反腐聲音」猶受關注。他說 「打
鐵還需自身硬。」我們的責任就是 「堅持黨要
管黨、從嚴治黨」。近日他又在政治局第一次
學習會上指出：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頗
具前輩遺風，善用中國古話發出 「警醒恆言」
。就像毛澤東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就像
鄧小平 「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耗子就是好貓」
。他剛主政就提出 「打鐵論」與 「腐蟲論」，
與當今中國開口 「洋腔洋調」，閉口 「西經西
典」的過度崇洋之風形成強烈反差，講出了
「中國話」，透出了 「中國味」。筆者並非反

對學習西方先進東西，只是反對一些人對洋腔
洋調、西經西典迷崇過度，毫無纏頭。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出於蘇軾
《范增論》，意思是東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爛，
蛀蟲才能生出來。更早出於《荀子勸學》 「肉
腐出蟲，魚枯生蠹。」都是說物腐、肉腐、魚
枯都必生蟲生蠹，結果或 「怠慢忘身」或 「禍
災乃作」。這不正是當今貪官害國的生動寫照
麼？李商隱《詠史》曰： 「歷覽前賢國與家，
成由勤儉破由奢。」講歷代聖賢治國治家經驗

，成功皆因勤儉，敗亡皆因奢侈。這不正是
當今貪腐致亡的切膚痛示麼？習近平三天之
內兩次提到 「警醒」，三天之內提出 「兩論
」，令百姓對新班子的反腐決心刮目相看，
信心亦增。

反腐是場鬥爭
近日王岐山主持中紀委常委會第一次會議

時不僅表示空前反腐決心，而且把反腐提到
「鬥爭」高度。他說，要 「堅定不移把黨風廉

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引向深入」；要 「下決心
改進文風會風，着力整治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
，認真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要
「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

目標要求。」作為黨內經濟、金融專家的王岐
山出任中紀委書記，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想
到這位與習近平一起被美國評為的 「最有世界
影響力百名人物」，執掌中紀委未必不是上選
。第一代領導集體犯過重錯，但在 「為政清廉
」及與百姓 「同甘共苦」上，堪稱一代楷模。
無論作為總書記的習近平，還是作為中紀委書
記的王岐山，在繼承前輩 「夙夜在公」、 「清
正廉潔」和反對 「庸懶散奢」等為人處事上，
或可期待颳起一陣廉政新風。

筆者以為，腐敗是當前任何國家、制度都
不能根除的現象。十八大報告指出 「精神懈怠
、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
，習近平就職演說指出 「貪污腐敗、脫離群眾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四大問題，都說明反
腐（包括文風會風、庸懶散奢等政治腐敗）積
重難返，任重道遠。但只要能下大決心，肯花
大氣力，敢出殺手鐧，踐行十八大報告 「不管
涉及什麼人，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
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懲不貸」，打它個十年
貪腐殲滅戰，把反腐敗做到百姓滿意的程度，
就算勤政圓滿、功德無量了。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中共十八大雖然已結束，但當中所體現的中共
治國理政新思路，值得各方認真思考研究。對於香
港市民來說，胡錦濤在工作報告中有關香港問題的
闡述，不僅體現了與以往不同的表述，更反映了中
共對香港問題的深層憂慮。香港各界需要深思的是
，應如何正確理解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 「根本宗旨
」，以及處理好 「一國兩制」下的 「三種關係」。
而當中重中之重在於，如何將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異這層關係有機結合，不致因有所偏廢，而
損害香港的發展前景。

「一國」 原則遭忽視 中央憂慮
十八大工作報告中涉及港澳的內容，實際上是

自十六大以來最多的一次。在長達四百多字的篇幅
裡，廣受關注的內容是：中央政府對香港實行的各
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準確貫徹 「一國

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
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
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
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
能偏廢。

這就是會後被稱作中央對香港工作的 「一個根
本宗旨」與 「三種關係」。儘管香港社會對此有各
種不同的解讀，但大多輿論都認為，強調 「根本宗
旨」與 「三種關係」，體現了中央對香港問題的高
度關注，甚至是深深的憂慮。這種憂慮在於， 「一
國兩制」的憲政關係無法在香港社會中形成廣泛而
有效的統一認識，並導致所謂的 「分離思想」與抗
拒 「一國」意識的出現。

要準確把握中共在十八大中體現的對港工作思
路，必須要明白中央對香港當前問題的憂慮。而說
到底，香港問題的根源在於 「堅持一國原則」與
「尊重兩制差異」之間的矛盾。而國家領導人過去

歷次談及香港事務時，也始終將如何妥善處理此種
關係視作第一大要務。

在香港，有人認為內地制度不是民主制度，自
己無法認同，認為世界上只有 「一國一制」，香港
不可能跟隨內地的一套；有人認為 「一國兩制」至

多只能是經濟上強調一國，政治上必須強調 「兩制
」；更有人認為 「一國」是一個需要重新構建的國
家，不是已經有的國家；甚至還有人認為如果不能
改變內地的制度，那麼 「香港」離家出走也未嘗不
可；直到最近一、兩年，有人更公然抬出所謂的
「城邦論」、 「獨立論」，試圖將香港變成一個獨

立的政治實體。
顯然，這些觀點看法的出現，皆源於對 「一國

兩制」的錯誤理解。 「一國兩制」方針的基本含義
，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體堅持實行社會
主義制度，香港回歸祖國後設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的特別行政區，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
依照香港特區基本法實行高度自治。無論遇到什麼
情況，都要全面準確地貫徹執行這一方針。

「兩制」差異被放大 影響穩定
二零零七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香港回歸十

周年慶典時指出的， 「一國兩制」是完整概念。
「一國」是 「兩制」的前提，沒有 「一國」就沒有
「兩制」。 「一國」和 「兩制」，不能相互割裂，

更不能相互對立。 「一國」就是要維護中央依法享

有的權力，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安全。 「兩制」
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依法施政。只有把以上兩個方面都
落到實處， 「一國兩制」的優越性才能充分發揮出
來，給香港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福祉。

香港市民享有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
變，這絕不能以犧牲 「一國」為代價。如果有人認
為只有強調 「兩制」、極力淡化 「一國」才是香港
的 「長遠出路」，這無疑是極其錯誤更是危險的。
如果說當前香港所遇的種種 「兩地矛盾」問題，是
源於對 「一國兩制」的錯誤理解，那麼要令香港獲
得長遠的繁榮穩定、健康發展，就只能在確保 「一
國兩制」方針獲得正確貫徹中實現。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過分強調 「一國」而忽
視 「兩制」差異，也並不是正確的做法。香港擁有
自身的因歷史地域因素形成的特徵，這正是香港保
持活力與高度競爭力的原因，如果 「兩制」特色消
失，香港也將無法成為一個獨特而令人嚮往的城市
。但相比之下，當前更大的問題還在於，模糊 「一
國」強化 「兩制」不斷成為一種政治抗爭方向，甚
至成為影響內地的藉口。如此發展趨勢，焉能令中
央放心？

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
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
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
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十八大報告的這番闡述，實際上是為未來 「一國兩
制」的落實，指出一種制度平衡的可操作方式，有
利於香港的長期發展利益，值得香港各界認真分析
研究。

針對美日等國大力介入南
海事務和島嶼爭議問題日趨緊
張的局面，有學者建議中國當
局應改變思路，分層次地對待
南海紛爭。即對於涉及領土主
權歸屬的問題應該堅持雙邊談

判原則，反對外來勢力干預和國際化趨勢；對於涉
及南海地區公共安全的議題，如海洋環境保護、反
恐、打擊海盜等問題，應積極考慮地區合作的可行
性，利用現有的地區合作機制發出自己的倡議。此
外，中國還可以考慮提議由中國和東盟共同建立有
關討論南海非傳統安全或公共安全問題的論壇，等
等。

外交戰線 兩手準備
然而，究竟應該如何分層次地對待南海島嶼爭

議問題？筆者認為，中國在外交上需 「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做兩手準備。同時需進一步改善與周
邊國家的關係，堅持在維護 「主權在我」的前提下
討論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問題。為此，筆者
認同某些學者的論點，即當前中國的南海政策應當
首先破解將東盟作為一個整體與中國談判南海問題
的困局。首先與權益爭議較小的印尼完成海疆劃界
，通過合作或者適度的讓步與文萊等小國達成諒解
，集中力量解決與越南的島嶼爭議糾紛。

中國必須充分認識到在南海諸多島嶼爭議中，

與越南的糾紛是南海問題的焦點或曰主要矛盾。在
這一主要矛盾短時期無法解決的條件下，中國可在
已被越南開發的其他爭議島嶼或區域重新設定開發
項目，以 「先開發、後合作」的方式推動 「共同開
發」，爭取與越南共謀南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必要
時還必須作好 「亮劍」的準備。也即是 「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其次伐攻」。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早在秦漢時期，中
國先民便從廣東的徐聞、合浦（今屬廣西）港口出
發，前往南海活動，進行開發，南海諸島中的許多
島嶼最早就是由中國先民發現、命名和開發的。至
於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據李長傅《南洋華僑
史》稱，早在唐代以前，就有華人在南洋一帶開疆
闢土，休養生息。當地人稱他們為 「唐人」，可見
華人移植南洋，至遲為始於唐代。宋人周去非的
《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番志》，元人汪大淵
的《島夷志略》，明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
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等著作，對唐宋元明以來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都有記述。及至鄭和下西
洋時，華人在東南亞的勢力已甚盛。

德威並施 以法止爭
根據以上史料記載，南海諸島在唐代就已被列

入中國版圖，即 「悉歸職方」。明代也將南海諸島
納入行政管轄。鄭和七下西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
巡視南海，也就是今天國際法意義上的宣示主權。
南海諸島中的許多島嶼就是由鄭和及其隨員首先發
現、命名和開發的。至於明代與東南亞各國之間
（包括東亞的朝鮮和琉球），則建立起一種前所未
有的朝貢貿易體系和宗藩關係。

由於宋朝的對外政策因過分強調 「德」（王道
）而忽略 「威」（武力），不單止北方不斷遭受外
族侵入，對東南亞海域亦無力控制。南宋時期高宗
試圖與高棉帝國、爪哇等東南亞國家建立關係，但
沒有得到他們的積極回應。元朝建立後，其外交政
策一改前朝，過分強調 「威」而不重視 「德」。特
別是忽必烈統治中國後，屢屢耀武海外，要求東南
亞各國 「臣服」。這種單邊政策遭到東南亞各國拒
絕後，又頻頻對安南、占城、日本和爪哇用兵，但
最後皆以失敗告終，南海諸島自然也不在元朝掌握
之中。明代吸收了宋朝只重 「德」不重 「威」和元
朝只重 「威」而不重 「德」的失敗教訓，採取 「德
」與 「威」並重的對外政策，獲得了東南亞各國甚
至整個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及至永樂帝派遣
鄭和率龐大艦隊七下西洋，憑藉優越的文明和超強
的實力，對東南亞各國採取 「恩威並施、王霸雜用
」的方針，將東南亞大小三十多個國家納入朝貢體
系。正是因為這些國家不但認同而且仰慕中華文明
的價值體系，所以才紛紛投入中華文明的大家庭，
甚至將其國的山川河流一併納入中國版圖，與中國
一同享受祭祀（例如，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羅
等國納入廣西，三佛齊、爪哇納入廣東，琉球、渤
泥則納入福建）。

對於明代的這一歷史經驗，筆者認為有必要作
深入剖析和認真總結。當中國和平崛起之後，在展
示 「權威與實力」（即所謂 「綜合國力」）的同時
，有必要強調堅持以國際法來處理對外事務和南海
紛爭。只有將傳統中華文明中的 「德」與 「威」放
在現代國際關係的框架內，才有可能使中華民族的
元氣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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